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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差异化提升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待研究。本文首先基于生产要素理论，分析城市

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 1996—2017 年中国 30 个省（市、区）的数据实证分析资

本、劳动力与创新投入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并探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差异化影响。主要结论如下：①总样本的

回归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②不同工业化阶

段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本与劳动力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在工业

化中期阶段，资本、劳动力与创新投入都能够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

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劳动力和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研究表明，

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和方向均有差异。因此，为更加集约利用土地，需

制定差别化的政策，促进不同工业化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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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城市化水平从 1949 年的 7.3%提高到了

2017年的58.5%[1]。然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

长，导致了城市内部土地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等低

效用地的问题。同时，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经

济、社会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差距显著。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

出《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

见》，指出目前中国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区域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因此，如何完善区域发

展机制、提升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当前的

重要议题。

围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

们已经进行了诸多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

个方面：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已有

研究多以省、市域城市土地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

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特征及其时空差异[2-4]。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参数、非参

数和指标评价法，其中参数方法以生产函数为基

础，在生产方程中加入随机误差项[5]，缺点是难以确

定误差的具体分布形式；非参数方法，即数据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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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法 [6]，实质是基于“帕累托最优”找出每个

生产单元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相对有效点，从而测

算用地效率，缺点是只利于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

对效率，不利于分析某一单元效率的时序变化；指

标评价法一般从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

方面的效益出发，利用简单明晰的指标表示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7]，可以客观地从时间和空间上比较不

同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②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这是近年来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研究的重点问题，崔学刚等[8]认为高速交

通优势度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二

者还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罗谷松等[9]提出经

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Gianni等[10]认为

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越高；樊鹏飞等[11]

提出不同职能的城市，其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

具有显著差异，应当充分考虑城市的异质性，制定

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大多探讨各地区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时空差异和变化规律，并从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城市规模等方面分析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影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土地利用效率的理

论体系，对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

义。生产要素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其

核心是不同要素市场与要素价格都能够在生产者

资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各要素投入通过要素优

化配置，推动工业化与城市进程，提升城市经济产

出[12]。土地是城市中重要的资源，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为单位城市用地上的非农经济产出[13]。不同的要

素投入直接影响非农经济产出，必然会影响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但鲜有研究聚焦于生产投入要素与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探讨不同的生产要素投

入如何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工业化是城

镇化的助推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在不

同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结构与政策不同，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会呈现一定的差异。然而，现有

研究忽略了不同工业化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差异化影响因素的探讨。因此，本文以生产要素理

论为基础，首先分析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的影响机理，其次以中国 30个省（市、区）为研

究对象，利用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

同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并探

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异质性作用，以期为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提升

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供差别化的政策

支撑。

2 理论分析
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与劳动，其中资本指

厂房、机器等人造资源，劳动是指所有投入城市生

产的劳动力[14]。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创新投入也

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够通过技术的改革与创新改

善落后的生产要素需求，提升经济产出[15]。因此，本

文以资本、劳动和创新3个要素为基础，从要素投入

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两个方面来探讨不同要素

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机理。

2.1 要素投入的规模效应

生产函数中资本、人口、创新等要素投入的规

模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能够提升单位城市土地的

经济产出，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而提升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具体来说，资本投入能够加快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转型发展与升级，增加城

市土地资源的开发强度，促进城市土地高效、集约

利用，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16]。劳动力投入通过

两个方面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一方面，农村

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促进农用地的非农化，提升

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规模

增加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激励作用，从而促

进社会公共服务与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促进城市

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17]。创新投入规模增加，能够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利于土地利用模式转化

为技术型，从而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18]。

然而，要素规模投入过大，可能会产生规模不

经济，从而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负向作用。具

体来说，当要素持续投入，城市总产出达到一定规

模，各投入要素自身或者要素之间逐渐相互制约，

企业平均成本上升，城市经济产出的规模效率降低[19]，

从而使得单位城市土地的产出降低，导致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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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要素投入的集聚效应

随着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规模增加，会进一

步产生要素集聚效应，从而通过集聚产生的外部

性 [20]，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集聚的外部性主

要包括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品效应和知识

溢出效应[21]。首先，投入要素集聚会产生劳动力蓄

水池效应，即某行业受到冲击后工人更容易转移到

其他行业，增强了工人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提供

劳动力更多的选择与保障，有利于劳动力与不同的

行业之间的匹配[22]，使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进

一步置换与配置，促进不同行业土地要素投入的结

构优化，从而拉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23]。其

次，投入要素集聚会产生中间投入品效应，即通过

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集聚在某一地区，使企业在生

产、销售中产生的中间产品能够共享，降低运输成

本与沟通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进而促进

单位城市土地的经济产出，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24]。最后，投入要素集聚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即

不同的企业与行业之间通过信息的交换和扩散，形

成知识和信息共享，同类行业之间相互学习，促进

新知识的产生与新观念的形成，提升行业竞争性，

促进新技术的生产[25]，从而促进单位企业用地的经

济产出[26]，进而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然而，当集聚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区域内的

企业数量、人口数量过度集聚，导致区域内的企业

和人口产生恶性竞争，有限的空间不足以保证城市

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导致集聚产生的负外部性大

于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7]，从而对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负向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中资本、劳动与创新要素

投入会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两个方面作用于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然而，在不同阶段，要素投入

的规模水平与集聚水平都具有很大的差异，其对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需

要进一步进行实证验证。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的影响，并将省级数据分为不同的工业化阶

段，进一步探讨不同阶段 3种要素对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的差异化影响。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3.1.1 模型设定

依据第二部分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进一步实证分析资本、劳动

力和创新 3 种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

响。借助文贯中等[28]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计量

模型，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LUEit = β0 + β1CIit + β2 PIit + β3TIit + β4 EDit +

β5PDit + β6 FPit + β7 ILit + εit

（1）

式中：LUEit为 i省（市、区）t年份的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β 0为截距，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本文假设方程

的截距项是一定的；β 1- β 7为待估参数；CIit表示资

本投入；PIit表示劳动力投入；TIit表示创新投入；EDit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Dit表示人口密度水平；FPit表

示地方财政压力；ILit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εit 为

随机扰动。

3.1.2 变量解释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LUE）。本

文着重考虑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经济产出，定义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单位建成区上的非农经济产

出 [29]。因此借鉴陆铭[30]的作法，采用“二、三产业增

加值/建成区面积”来表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2）解释变量：资本投入（CI）、劳动力投入（PI）

和创新投入（TI）。具体来说，资本投入（CI）使用永

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表示[31]；劳动力投入（PI）

使用二、三产从业人口表征 [32]；创新投入（TI）利用研

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占GDP比重表征[33]。

（3）控制变量：除了以上 3个解释变量之外，本

文还引入了4个控制变量来控制影响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变化的因素。第一，经济发展水平（ED）。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到优质的发展要素，提升

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结合已

有研究，本文选取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34]。

第二，人口密度水平（PD）。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密

度提升会增加城市规模经济水平和需求水平，从而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然而当人口密度过高，会

带来城市交通、污染等方面的负向影响，从而降低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35,36]。第三，地方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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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出让中处于垄断地位，

财政压力过大会导致地方政府扩大土地出让规模、

压低出让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这种行

为导致土地偏离有效供给，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

而降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37,38]。结合相关研究，选

择“（预算内财政支出-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内财

政收入”来表示地方财政压力[39]。第四，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IL）。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能够吸引更

多的资源和要素，为其提供更加完善舒适的发展环

境，促进生产效率，从而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结合相关研究，采用年末公共交通客运总量[36,40]

来表征交通基础实施水平，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研究

样本为 1996—2017 年中国 30 个省（市、区）（港澳

台、西藏因统计数据缺失未包含）的面板数据。

3.2 省（市、区）所处工业化阶段的研判方法

3.2.1 指标选择

中国各省（市、区）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已有很多

学者作了详细的讨论。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

课题组对于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指标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与论证[41]，并且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

使用 [42,43]。因此，本文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

成果，构建中国各省（市、区）工业化水平阶段研判

的指标体系，包括以下5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水平方

面，选择人均GDP作为基本指标；②产业结构方面，

选择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作为基本指标，具体为“第

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第三产

业占GDP比重”；③工业结构方面，选取制造业增加

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④空间结构方面，选择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基本指

标；⑤就业结构方面，选择二、三产业就业占比作为

衡量指标。

3.2.2 K-means聚类划分方法

聚类分析的方法很多，其中K-means聚类方法

由 Macqueen[44]提出，适用于类别数量已知、无标签

的样本聚类分析中，在工程计算、区域经济等领域

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使用。因此，本文采用 K-

means 聚类方法，根据 3.2.1 小节中工业化阶段的 5

个指标，结合相关研究和样本总数将所有省（市、

区）样本划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

后期 3 个阶段 [45]。聚类分析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进行：

（1）假设待分类的样本向量为 {X1, X2, …,

X660}①，其中 Xi={ai1, ai2, ai3, ai4, ai5}，ai1-ai5 表征 3.2.1

小节中的 5个工业化阶段划分指标。聚类的类别数

量确定为K=3。

（2）计算待分类的样本向量与聚类中心的欧氏

距离，按照最小距离原则将每个向量划分到某一类

中。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为：

d ( )Xi, cK = ∑i = 1

660 (Xi - cK
i )2 （2）

式中：cK为初始聚类中心；d ( )Xi, cK 为 Xi与 cK之间

的欧氏距离；cK
i 为某类聚类中心 cK的第 i个特征值

取值。

（3）计算每个分类中所有向量的均值，计算公

式为：

① 研究样本为1996—2017年共22年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因此样本数为22 × 30=660。

表1 变量选取及其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sett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LUE）

资本投入（CI）

劳动力投入（PI）

创新投入（TI）

经济发展水平（ED）

人口密度水平（PD）

地方财政压力（FP）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IL）

变量说明

二、三产业增加值/建成区面积的对数值

资本存量的对数值

二、三产从业人口的对数值

R&D投入/GDP

人均GDP的对数值

城市人口密度对数值

预算内财政支出收入差/预算内财政收入

年末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对数值

样本数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660

均值

20.187

27.618

16.141

1.257

9.782

7.333

8.989

20.951

标准差

0.699

1.390

0.875

1.126

0.941

0.923

0.851

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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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 æ
è

ö
ø

1
m∑j = 1

m ai1,
1
m∑j = 1

m ai2,
1
m∑j = 1

m ai3 （3）

式中：m表示第K类向量的个数；j表示分类之后的

样本数，其他字母意义与公式（2）一致。

（4）如果重新计算的类中心有变化，则转至第

二步重新迭代，直到每个中心不再发生变化，从而

完成样本分类。

3.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1996—2017 年中国 30 个省（市、

区）（除港澳台、西藏外）为研究对象。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LUE）中二、三产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城市建设情况。解释

变量中：资本投入（CI）计算使用的固定资产价格指

数、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折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劳动力投入（PI）

使用的二、三产从业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创新投入（TI）使用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GDP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

（ED）、人口密度水平（PD）、地方财政压力（FP）和交

通基础设施水平（IL）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指标中所有数据都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对

于以上个别缺失的数据用插值法进行了补充。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1996—2017年的面板

数据，借助STATA软件依次估计了混合OLS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

一方面，从模型选择的样本特征来看，样本属于短

面板数据，而省（市、区）的选取具有固定特征，选取

面板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为合理；另

一方面，结合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拒绝随机效应

的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的结果进行分析。

模型（3）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投入

（CI）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12，并在

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资本投入能够

有效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劳动力投入

（PI）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07，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劳动力投入规模增加，能够

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创新投入（TI）对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10，并在1%的水平上

显著，说明从全国样本来看，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由此可见，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不同投入要素对于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省（市、

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会产生怎样差异化的

影响。

4.2 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异质性结果

4.2.1 工业化阶段划分

依据 3.2中指标选择与划分方法，利用SPSS软

件对所有省（市、区）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将 1996—

2017年中国 30省（市、区）样本划分为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3个阶段。由于篇幅限制，

表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解释变量

资本投入（CI）

劳动力投入（PI）

创新投入（TI）

经济发展水平（ED）

人口集聚水平（PD）

地方财政压力（FP）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IL）

常数项

R2

样本数

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混合OLS

(1)

0.12***

(3.91)

0.26***

(7.94)

0.04**

(3.15)

0.54***

(14.57)

0.08***

(5.62)

-0.43***

(-9.81)

0.16***

(4.73)

7.51***

(15.55)

0.85

660

随机效应RE

(2)

0.02

(0.86)

0.17***

(4.00)

0.10***

(6.11)

0.73***

(17.92)

0.01

(1.05)

-0.17***

(-5.09)

0.02

(0.70)

10.81***

(16.25)

0.94

660

固定效应FE

(3)

0.12*

(2.53)

0.07**

(3.27)

0.10***

(5.55)

0.82***

(16.67)

0.01

(0.69)

-0.17***

(-4.97)

-0.01

(-0.13)

12.98***

(13.27)

0.94

660

注：***、**、*分布表示变量系数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

通过了检验，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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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以样本的起始年份、中间年份与结束年份为主要

节点，列出了各省（市、区）工业化阶段的研判结果。

从表 3 的工业化阶段研判结果可以看出，

1996—2017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阶段都经历

了一定的变迁过程。1996年，天津、江苏、浙江和广

东 4个省（市）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北京和上海处

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余省（市、区）处在工业化初

期阶段，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近[46]。至 2007年，

只有贵州、云南和甘肃 3个省份仍处在工业化初期

阶段，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天津和江苏也进入了

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余省（市、区）均进入工业化中

期阶段，与前人研究结论相近[47]。至 2017年，已经

没有省（市、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贵州、云南和

甘肃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浙江、福建、山东等省

份均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这与朱松丽等[48]的研

究结论相近。

4.2.2 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回归结果

以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分类结果为基础，表 4为

表4 不同工业化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解释变量

资本投入（CI）

劳动力投入

（PI）

创新投入（TI）

经济发展水平

（ED）

人口集聚水平

（PD）

地方财政压力

（FP）

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IL）

常数项

R2

样本数

被解释变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工业化初期阶段

(4)

0.35*

(2.61)

0.71***

(11.21)

0.02

(1.70)

-0.11***

(-3.35)

0.03

(0.82)

12.34***

(14.41)

0.92

383

(5)

0.23***

(3.46)

0.79***

(24.93)

0.02*

(2.20)

-0.09**

(-2.71)

0.05

(1.62)

15.80***

(17.34)

0.92

383

(6)

-0.04

(-2.02)

0.78***

(24.34)

0.02

(1.88)

-0.12***

(-3.57)

0.02

(0.51)

13.21***

(28.40)

0.92

383

(7)

0.20*

(2.77)

0.21**

(3.11)

-0.03*

(-1.57)

0.75***

(11.83)

0.02*

(1.98)

-0.10**

(-3.10)

0.04

(1.39)

14.92***

(12.69)

0.92

383

工业化中期阶段

(8)

0.19**

(3.24)

1.02***

(8.38)

0.06

(1.11)

0.20

(1.39)

-0.19*

(-2.21)

17.13***

(10.50)

0.58

211

(9)

0.14*

(3.12)

0.71***

(7.40)

0.04

(0.70)

0.02

(0.11)

-0.09

(-1.10)

14.35***

(5.83)

0.55

211

(10)

0.33***

(8.34)

0.74***

(10.81)

0.15**

(3.16)

0.14

(1.18)

-0.04

(-0.51)

10.11***

(7.43)

0.68

211

(11)

0.19***

(3.87)

0.12*

(2.48)

0.33***

(8.76)

1.01***

(8.95)

0.18***

(3.84)

0.31*

(2.58)

-0.06

(-0.82)

11.05***

(4.88)

0.71

211

工业化后期阶段

(12)

-0.24

(-0.78)

1.99***

(4.41)

0.55

(1.59)

-0.24

(-0.59)

-0.85

(-1.95)

22.36**

(3.40)

0.55

66

(13)

0.55*

(1.91)

1.73***

(4.32)

0.45

(1.33)

-0.45

(-1.48)

-0.87

(-1.91)

21.60*

(2.35)

0.55

66

(14)

0.68***

(5.86)

2.11***

(8.76)

0.70**

(2.77)

-1.14***

(-4.52)

-0.32

(-0.83)

-2.01

(-0.31)

0.73

66

(15)

-0.63**

(-2.74)

0.20

(0.37)

0.77***

(6.72)

2.79***

(6.78)

0.98***

(3.58)

-0.62*

(-2.09)

-0.48

(-1.25)

-4.87

(-0.62)

0.77

66

表3 各省（市、区）主要年份工业化阶段的研判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of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in selected years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1996年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北京，上海

2007年

贵州，云南，甘肃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重

庆，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

2017年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

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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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业化阶段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的

回归结果。模型（4）-（7）为工业化初期的回归结

果，模型（8）-（11）为工业化中期的回归结果，模型

（12）-（15）为工业化后期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7）、（11）和（15）为不同工业化阶段综合考虑3种生

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回归结果。

（1）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是

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表 4 中模型

（4）显示资本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

正，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模型（5）显示

劳动力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正，且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模型（6）显示创新投

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粗放型发展模式

主要通过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提升经济产值，资本

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处于规模效率递增的阶段，这两

种要素能够通过要素投入产生的规模效应与集聚

效应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投入在

工业化初期阶段还未形成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拉动作用。可能的原因为，此阶段资本相对短缺，

社会基础设施落后，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能够满足高

涨的市场需求，资本高回报率能够有效驱动国民经

济增长与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同时，此阶段大量农

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与他们在

工资决定中的低谈判能力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

红利”，因此劳动力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

显著的促进作用。

（2）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投

入都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表4

模型（8）显示，该阶段资本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系数为 0.19，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9）显示劳动力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

数为 0.14，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0）显示，

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33，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工业化初期相比，此阶

段工业化进程相对稳健，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逐步

调优，二、三产业的发展较快，资本、劳动力与创新

都能够显著发挥要素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成为

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因

素，这也正是工业化中期的重要表现[49]。

（3）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投入对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劳动力和创新投入对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为正。表4模型（12）显

示资本投入在该阶段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系数为-0.24；模型（13）显示劳动力投入对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55，较工业化中期阶段有

所降低，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14）显示创新

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0.68，与工

业化中期阶段相比有所提升，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已经由

高投资驱动转变为投资结构优化驱动。此阶段基

本生活用品市场在数量上趋于饱和，基础设施规模

增速日益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和改善需求增速变

缓，这些现象都表明工业化后期投资需求已经发生

了结构性转变[50]。短期内持续的资本投入会造成资

源浪费与效率损失，引起规模报酬递减与要素过度

集聚，导致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向作用；长期

内若投资结构得到改善，适应了投资需求的变化，

可能会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提升[51]。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同时考虑资

本、劳动力和创新 3种要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影响，如表 4中模型（7）、（11）和（15）所示。可以看

出，同时考虑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作用力方向，与前文

单独考虑 3种要素时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表明本文

结果是稳健的。

综合比较各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不同的工

业化阶段，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投入对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资本投入在

各阶段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方向不同，程度

也有所变化，由工业化初期与中期阶段显著的正向

影响变为工业化后期阶段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

因是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主要特征为政府与企业

的高投资、高出口与土地低成本扩张，短期内实现

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的增加，然而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投资

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此时高投资难以继续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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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提升投资效率、促进投资结构优化才能

够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稳步

提升。其次，劳动力在 3个工业化阶段都对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的影响效应最大，说明在这个阶段劳动力投入带来

的“人口红利”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

相关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52,53]。最后，创新投入对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路径改变表现为工业化

初期阶段的负向影响，到工业化发展中、后期阶段

的正向影响，并且影响效应越来越大。可能的原因

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创新投入引起的技术创新和

制度创新能够改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程度，

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54]。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生产要素理论，分析了生产要素投入

通过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的机理，并利用 1996—2017 年全国 30 个省（市、

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资本、劳动力与创新 3种

生产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并分析

了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差异化影响，补充、完善了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理论，并对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撑。具体结论如下：

（1）总体而言，资本、劳动力和创新 3种生产要

素投入都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2）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3种生产

要素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的

差异。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能够推

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工业化中期阶段，资

本、劳动力和创新投入都能够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的提升；工业化后期阶段，劳动力和创新投入对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投入

难以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表明资本、劳动力与

创新投入要素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在各阶段呈

现出差异化的作用，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异质

性的影响。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

都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工业化后期阶段，影响其城市

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也有所差异。因此，针对这两

类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才能有效促进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的提升，保证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区域来说，资本、劳

动力与创新投入都能够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提升。首先，应当注重投资与资本积累速度，保证

合理的资本要素密度，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

配置效率，提高区域内资本投资效率与城市土地利

用效率。其次，构建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

丰富就业渠道、提升劳动力工资，从而增加劳动力

供给，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升土地利用效

率。最后，结合工业化中期的阶段特征，企业应当

注重模仿创新与合作创新两种模式。一方面，鼓励

企业对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

进行学习模仿，针对性提高自身技术积累，实现技

术积累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为以后全面自

主创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

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创新，分摊创新成本、分散

创新风险，实现创新主体之间的“取长补短”，充分

挖掘企业、高校的创新潜力，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

率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2）对于处在工业化后期的区域来说，劳动力

与创新投入都能够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

升。首先，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的促进作用较工业化中期有所下降，此阶段应当

更加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通过深化校企合作，

鼓励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与企业搭建合作平台，与

企业达成人才培养输送体系，建立完善的、多层级

的、相互衔接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促进劳动力质量

提升，从而实现劳动力投入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

促进作用。其次，创新是工业化后期促进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最有效的生产投入要素。这个阶段拥有

相对富裕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应当提倡企业自

主创新模式。对于政府而言，应当完善创新激励政

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相关科技要素向

企业集聚；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加大R&D投入力度，

实现技术更新与新产品研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促进行业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创新

投入带来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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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duction factors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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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mproving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how to differentially improve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regions

remains to be studi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is study first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urban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then

used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17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 of capital, labor, and innovation input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iation in various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all samples indicate that capital input, labor input, and innovation inpu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2) The heterogeneous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industrialization stages indicate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capital and labor input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middl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capital, labor, and innovation inputs can al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impact of capital

input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s negative, while the impact of labor and innovation inputs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refo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use and their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are different.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industrialization stages.

Key words: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theory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dustrialization stages;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differentiated impa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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